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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中国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宝贵经

验。 其中疫情防控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及其复苏，特别值得深入讨论。 本文利用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初到 １１ 月底对 ５６００ 多名从业者的个体追踪数据，分析了疫情暴发期间中国劳动力

市场遭受的冲击。 研究发现，从业者复工率从 ３ 月初的 ６３ １％ 提高到 ６ 月中旬的

８４ ２％ ，截至 １１ 月底恢复到 ８９ ７％ ；从业者的失业率从 ６ 月中旬到 １１ 月底降低了 ６０％ ，
达到 ４ ４％ 。 疫情冲击下的就业趋势呈现“Ｖ”型特征，即尽管中国就业形势一度受到疫

情的猛烈冲击，但随着疫情防控的有利开展，中国劳动力市场活力平稳恢复，就业趋势整

体向好。此外，本文利用回归技术分析了“封城”等防控措施对复工进度的因果影响，进而对

从业者心理健康的影响。 分析发现，地区层面的疫情防控措施显著降低了从业者个体复

工的可能性，复工不足会对从业者的心理健康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而这一影响倾向于短

期。 本文的结论强调了应对短期的就业冲击，常态化疫情防控下应做好“稳就业”工作，
尽量减弱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同时需尽快制定针对失业群体的帮扶政策，“保基本民生”，
减少贫困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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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２０２０ 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ＣＯＶＩＤ － １９）的大流行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

（简称“新冠疫情”）。 截至 １２ 月底，新冠疫情波及了 ２１８ 个国家，全世界确诊的人数超过了 ８３００
万，造成逾 １８０ 万人的死亡（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ＨＯ，２０２０）。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后，新冠疫情在

很多国家出现二次暴发，两个月内全球确诊人数翻了一番。 为应对这场新冠疫情，各国政府纷纷出

台了“封城”和“社交隔离”等抗疫措施。 但是在执行强度上，各国存在很大差异。 一些国家和地区

采取了比较严厉的疫情防控，疫情因此得到迅速控制。 而在另一些国家和地区，政府则寄希望于

“群体免疫”，管控措施较为松散。 面对疫情传播的不确定性，各国政府在“要经济还是要健康”二
选一的命题中纠结不定。 严格的疫情控制措施也因此饱受争议。 对此争论一个需要解决的关键问

题是：这些公共卫生防控措施是否会带来，抑或多大程度上会导致经济损失并由此产生额外的健康

成本？
国外疫情防控的失利对多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就业冲击。 据世界银行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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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全球 ＧＤＰ 在 ２０２０ 年将下降 ５％ ，发达国家下降幅度达 ７％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２０２０）。 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ＥＣＤ）预测，２０２０ 年 ＯＥＣＤ 国家

ＧＤＰ 下降 ６％—１２％ （ＯＥＣＤ，２０２０）。 国际劳工组织估计（ ｉｎｔｅ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ｂｏｕｒ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ＬＯ）
２０２０ 年第二季度全球范围内将损失 ４ 亿个就业机会（ＩＬＯ，２０２０）。 ＯＥＣＤ 预测 ２０２０ 年其成员国的

失业率会达到两位数，将是第一季度失业率（５ ３％ ）的两倍以上（ＯＥＣＤ，２０２０）。
中国采取“速战速决”的方式，通过武汉“封城”等严格的防控手段，在短短三个月内打赢了阶段

性的抗疫之战，创造了武汉新增确诊人数归零的公共卫生奇迹。①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中国“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② 大量的研究也佐证了中国“积极”的疫情防控措施有效地

遏制了病毒的传播，带来了显著的健康收益（Ｑｉ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Ｆ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Ｔｉ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
Ｃｈｉｎａｚｚ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Ｌａ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Ｈｓｉ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Ｈ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 Ｑ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也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最直接的冲击体现在劳动力

市场上。 春节后由于各地交通的大规模阻断，返乡劳动力无法及时返城复工，再加上居家隔离令使

得人们的消费需求大幅度下降等原因，造成劳动力短缺和劳动需求下降。 这使得很多企业无法正

常开工，全国劳动力市场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不少研究强调了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的企业复工率低的问

题（李辉文等，２０２０；朱武祥等，２０２０；易峘等，２０２０）以及个体经营者遭受的短期损失（王靖一等，
２０２０）。③ 此外，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月度调查失业率显示，２０２０ 年 ２ 月中国的城镇调查失业率

创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以来的最高记录到 ６ ２％ 。 以上的研究和数据只反映了疫情对劳动力市场的短期

就业冲击，随着此后疫情防控的效果逐渐凸显，这一短期的就业冲击是否能尽快恢复？ 不同就业群

体在疫情冲击下受到的影响有何不同？ 此前的研究对这些问题缺乏系统的讨论。 回答这些问题将

有助于厘清严格的防控措施的成本及收益，从而为常态化疫情防控中的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本文利用对从业者群体的个体追踪数据，全面分析了疫情暴发期间中国劳动力市场遭受的冲

击和恢复的过程。 本文借助“腾讯企鹅智库”平台进行了“疫情、复工与心理健康”调查。 利用该平

台上随机抽取的 １０ 万以上微信用户，随机选取了 ５６００ 多名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处于就业状态的从业人

员，从 ３ 月初开始到 １１ 月底持续对其进行追踪研究。④ 本文关注疫情期间个体劳动力的福利状况

变化，利用该数据分析了以下三个问题：（１）２０２０ 年疫情暴发期间，中国劳动力市场遭到的冲击及

恢复的过程，以及其在不同地区、行业和不同类型劳动力群体间的差异；（２）疫情防控措施对从业

人员复工进度的因果影响；（３）从业人员的就业不足对其心理健康产生的冲击，以及该影响是否在

疫情防控的不同阶段会有不同。
本文的分析发现：其一，全国复工率从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初的 ６３ １％提高到 ６ 月中旬的 ８４ ２％ ，截

至 １１ 月底恢复到 ８９ ７％ ；失业率从 ６ 月中旬的 １１％ ，降低到 １１ 月底的 ４ ４％ 。 疫情冲击下的就业

趋势呈现“Ｖ”型特征，即尽管劳动力市场在 ２ 月初的复工率曾低至 １２％ ，但随着 ３ 月后疫情防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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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的抗疫历程来看，自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３日武汉采取了“封城”措施后，中国各级政府开启了“一级应急响应”，不少地区

采取了“封城”和封小区等严格的防控措施。这些防控措施起到了显著的控制疫情传播的作用，２月底至３月初，疫情防控效果初步

显现，各地新增病例大幅减少。 ４ 月份后各地陆续放松管控措施，应急响应标准逐步降级。
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会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２０２０ －１０１２９ ／ ｃ＿１１２６６７４１４７ ｈｔｍ。
李辉文等（２０２０）利用“中小微企业生存状态调查”数据说明了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１０ 日前，２０００ 多家样本企业中有近八成没有

复工。 朱武祥等（２０２０）利用数百家中小微企业调查数据发现，２０２０ 年 ２ 月中旬前企业的复工率不足 ６０％ ，小企业受到的冲击更

大，有 ７０％没有复工，如不尽快开工，８５％的中小微企业现金余额维持不到年中。 王靖一等（２０２０）估算出疫情对个体经营户造成

严重的冲击，营业额下降了 ５０％ 。
腾讯智库平台拥有取样自微信用户的 １０ 万以上被访样本库，并可利用基于大数据分析的特征标签对样本进行筛选抽

样，并可利用微信对其进行在线调查。



有利开展，劳动力市场活力平稳恢复。 其二，利用面板数据进行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的结果显

示，“封城”政策使得复工进度明显放缓；回归系数显示“封城”会导致个体复工的可能性下降１３个百分

点。 其三，从业人员沦为失业与其心理健康呈显著的负向相关关系，并降低了整体幸福感。 研究表

明，新冠疫情确实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带来了显著的负向冲击，导致失业问题凸显、收入水平显著下

降，从业者心理健康遭受损失；但是这一影响具有短期性，到 ２０２０ 年底就业形势转好，从业者的心

理健康也得到明显改善。 本文强调采取快速高效的公共卫生对策，早日结束新冠危机确实是恢复

经济、确保民众健康的治本之选；而在疫情防控过程中要把握政策实施的力度，考量经济成本，尤其

要关照弱势群体，将防控措施对经济和民生的冲击降到最小。
本文的主要贡献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从研究议题上，迄今少有研究关注疫情对劳动力群体

心理健康的影响。 本文关注从业者的就业变化、收入冲击和心理健康损失，弥补了现有研究的不

足。 第二，从政策含义上，劳动力市场的健康发展直接关系民生问题，评估“六稳”和“六保”特别是

稳定和保障就业的效果，以及实施“十四五”规划，都需要充分了解中国从业群体受疫情影响的就

业状态。 此外，由于国外疫情防控普遍失利，２０２０ 年末开始了二次暴发，防控任务仍非常艰巨。 本

文对 ２０２０ 年中国防控经验进行评估和总结，为国外疫情防控措施的制定提供了借鉴。 第三，从分

析数据上，本研究利用的从业人员个体追踪数据，是疫情期间国内唯一的大样本个体追踪数据，覆
盖了 ２０２０ 年疫情发展的整个过程，并且对全国从业群体在地域和行业层面有较好的代表性。 相对

于宏观数据，个体层面的信息能更准确和全面地判断疫情期间劳动力市场的情况。 调查数据中包

含了详细的就业测度内容，可以更为准确地评估劳动力市场恢复情况。 调查信息覆盖了从 ２０１９ 年

底到疫情暴发期，再到经济复苏的全阶段，可以全面地分析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经历的冲击。 第四，
从研究方法上，防疫政策制定的内生性问题是对其经济效果评估过程中的主要挑战，也是现有研究

尚未解决的识别问题。 本文利用追踪数据的优势，使用动态面板数据方法，控制了个体固定效应和

时间固定效应，排除了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特征和不存在个体差异的共同时间趋势的影响。 这些

分析手段可以在最大程度上解决防控措施制定的内生性问题，从而识别疫情防控措施的真实影响。
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讨论中国和其他主要国家疫情防控措施制定和实施

的情况，并综述防控措施对就业和心理健康影响的文献；第三部分描述“疫情、复工与心理健康”调
查数据的基本特征，复盘复工进度，估算失业率；第四部分利用个体数据，分析防控措施对从业者复

工进度影响，以及不同就业状态对从业者心理健康的影响，并讨论其影响机制；第五部分是对中国

疫情期防控措施的整体分析，阐述“一级响应”与复工的关系，并根据不同省份的执行差异分析政

策逻辑；第六部分是对全文的总结并提出政策建议。

二、 新冠疫情防控措施及其影响综述

（一）各国新冠疫情防控措施的执行效果分析

新冠疫情是全世界共同面对的一场史无前例的公共卫生危机。 由于其传染性强，死亡率也高

于一般的传染病，①一旦疫情暴发，就会迅速传播并会引起医疗挤兑，因此各国均积极采取措施抑

制疫情的大规模流行。 根据牛津大学防控政策追踪网站（ＯｘＣＧＲＴ）收集的信息，普遍采取的公共

卫生措施主要有六项，包括关闭学校和工作场所、取消公共集聚性活动、下达居家隔离令、暂停市内

公共交通运行、限制国内跨区域人口流动及国际旅行等。 各国政府在采取以上防控措施的种类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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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的最新推算和一些医学的最新研究（Ｐｏｌｌ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 Ｈａｖｅｒ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全球实际感染人数

远高于确诊病例报告数，全球人口中约有 ５％—１０％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据此计算全球确诊病例应至少达到 ４ 亿。 相对于季节

性流感的病死率 ０ １％—０ ２％ ，ＣＯＶＩＤ － １９ 的死亡率在 ３％—５％之间。



择、实施强度和执行时点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 这些差异也引发了各国政策制定者、公众以及学者

的激烈讨论。
比较来看，各国政府采取的防控措施强度存在两种极端的情形：一边是不惜代价的“严防严

控”，如中国、意大利；另一边是不愿意采取严格的疾病预防措施，甚至明确宣布将会诉诸“群体免

疫”，比如美国、瑞典。 这两个极端的防控措施执行强度背后是完全不同的政策逻辑，前者将 ＣＯＶＩＤ －
１９ 的防控作为首要任务，后者则是把降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放在首位考虑。 图 １ 以中国、美国、意大

利和韩国为例，展示了各国防控措施的执行时点、响应程度及其与疫情发展速度之间的关系。

图 １　 ＣＯＶＩＤ －１９ 防控措施响应指数与疫情发展速度：以 ４ 国为例

　 　 注：图中原始数据（累计确诊病例、开始有确诊病例后的天数、政府响应指数）均来自 ＯｘＣＧＲＴ 网站（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６ 日）。 其中，政府响应指数的计算是基于各国防控措施类型的选择和单个政策实施

范围两方面的综合打分，在不同国家之间具有可比性。 该指数反应了疫情期间政策响应的强弱程度。

如图所示，从防控效果来看（见图 １ 中的实线），中国政策实施的效果是最为明显的。 其累计

确诊人数在防控措施执行 ３０ 天内达到了 ８ 万后便稳定下来，不再明显增长。 相比之下，意大利尽

管执行了更为严格的防控措施（响应指数达到 ８０），但是其用了 ２—３ 个月才将疫情控制在累计确

诊 ２３ 万人的平台期。 在这一水平维持了 ２—３ 个月后，又出现明显的增长势头。 面对 ２０２０ 年入冬

后疫情的二次暴发，意大利并没有做出积极的政策响应，甚至下调了防控等级。 韩国的感染人数控

制在 ２ 万以下，变化趋势与意大利类似，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平台期后出现反弹，其防控措施也没

有做出适时的调整。 美国是一个特例，其确诊人数从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到 １２ 月持续增加，无明显放缓趋

势，截至 １２ 月底确诊人数逼近 ２０００ 万，每日新增病例达 ２０ 万，为世界之最（ＷＨＯ，２０２０）。 随着疫

情的进一步发展，美国的防控措施反而有放松的趋势。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疫情保持稳定的

前提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依然保持甚至提升了防控等级（响应指数达到 ８０），到 ９ 月底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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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明显的降级。 中国的做法与其他国家在疫情得到控制后随即放松防控措施的做法存在明显的不

同，这可能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并未发生疫情的大规模二次暴发。
从 各 国 采 取 防 控 措 施 的 反 应 时 间 上 看 （ 见 图 １ 中 虚 线 ） ， 中 国 缺 乏 对 新 冠 疫

情的了解和应对经验，反应时间相对长。其他国家基于中国应对疫情的经验，不同程度地

提前进行了疫情防控，其中韩国提前防控的力度最大。 而中国在疫情大规模暴发后即作出了积极

且迅速的反应，几乎是一夜之间将防控级别抬高到其他国家的平均应对水平（响应指数 ６０），并持

续保持在最严格的防控等级上。 相比，美国则是反应速度最慢、决策最为犹豫的国家，用了十几天

的时间，美国防控的响应指数才达到其他三国初期防控的标准（响应指数 ６０）。
由此可见，防控措施的强度选择和执行的效果存在较大的国别差异。 总的来说，中国采取的是

“速战速决”的防控策略。 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为了预防其再次反弹，更是持续性地采取了严

格的防控手段。 韩国和意大利则选择在早期积极防控，疫情增速放缓后便即刻防控降级，但是两国

此后都经历了疫情的严重反弹。 而美国在防控手段失效的前提下进一步放松了防控，导致了疫情

的更大范围扩散和失控。 相比之下，中国严格的防控确实取得了突出的疫情控制效果，尽管可能会

对经济造成短期的负面影响，但是唯有早日控制新冠病毒的肆虐才能为经济复苏创造条件。
（二）防控措施对就业和心理健康的影响

基于美国、印度和韩国的研究显示，疫情期间“封城”等防控措施会对劳动参与率、工作时间、居民

收入等产生负面影响，并导致失业率的显著提高。 以美国为例，失业率从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的 ３ ５％ 上

升到 ４ 月的 １４ ７％ ，截至 ４ 月 ９ 日有 １４００ 万—２０００ 万劳动者陷入失业。 研究表明，美国疫情对就

业的冲击远超过“大萧条”时期，劳动参与率也史无前例地下降了 ７ 个百分点（Ｂｏｒｊａｓ，２０２０；Ｃｏｉｂｉ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 印度在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４日宣布实施史上最严格的“封城”，此后近１３亿印度居民暂停了

所有的社会和经济活动，Ｌｅ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发现印度的“封城”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成本，居民收入下降

了 ５７％ ，工作时间减少了 ７３％ 。韩国则没有实施大规模“封城”，而疫情的扩散对其就业存在直接冲

击，即感染人数每增加千分之一会导致 ２％—３％ 的就业下降（Ａｕｍ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ａ）。 Ａｕｍ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ｂ）以韩国为例比较了不同类型防控措施的效果及其经济成本。 其研究表明“锁定感染目标”
是最有效也是经济成本最低的防控手段。

此外，大量的研究关注疫情防控期“封城”对人们心理健康的影响。现有研究发现，疫情期间人们

的心理健康水平普遍下降，特别是女性、移民、非正规就业和年轻劳动力更可能在就业和心理层面

受到疫情的重创。 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在一次针对中国居民的网络调查中发现，“封城”期间中国居民

总体的焦虑和抑郁水平以及压力感均显著上升，且女性与年轻人受到的影响最大。 Ｂｒｏｄｅｕ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利用谷歌搜索数据发现，在“封城”期间，欧洲和美国人对关键字“无聊”“孤独”“焦虑”和“悲
伤”的搜索频率出现了显著上升，并推测是“封城”措施影响了人们的心理健康。 Ｇｕａｌａｎ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Ｒｏｓｓ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和 Ａｒａｇｏｎ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的研究发现，意大利“封城”期间当地居民的抑郁

与焦虑症状均明显上升，总体睡眠质量下降，失眠症状增加。 Ｈｏｌｍｅ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认为英国“封城”

而导致的社交隔离可能会使得一些自杀和自残等行为明显增加，并且这一影响会因失业率上升、经济

冲击和贫困加剧而增加。 Ｐｉｅｈ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发现疫情“封城”期间，奥地利居民的总体抑郁和焦虑水平分

别为新冠疫情前的 ５ 倍和 ３ 倍，并且生活质量和幸福感都显著低于疫情出现前的水平。 Ｎａｎｄ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发现印度外来务工人员在“封城”期间会因为失业而失去社保，并陷入焦虑与抑郁。

以上文献探讨了各国在“封城”背景下个体从业者遭受的就业冲击和心理健康损失。 但是这些已

有研究无法分析“封城”等防控措施对就业影响的因果关系，进而对心理健康产生的影响及其影响机

制。 本文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填补了这一空白，并对重大突发灾害事件和经济下行对个体心理健

康影响的文献做了有益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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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疫情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冲击

（一）调查数据的介绍和描述性统计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疫情、复工与心理健康”调查，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研究团队

借助“腾讯企鹅智库”的在线调查平台展开。 研究团队从该平台上的 １０ 万以上活跃微信用户中筛

选出符合研究条件的被访者并进行追踪调查。 本研究的目的是分析疫情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因
此，被试者选择的是 ２０１９ 年底处于就业状态且年龄在 １６—６５ 岁的从业群体。 基期调查于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初进行，研究团队随机抽取了从业人员样本并进行问卷投放，最终调查回收率为 ５６ ８％ ，共得

到样本观测值 ５８６６ 个，其中有效样本观测值 ５６７４ 个。 调查内容涉及从业人员的详细个人和家庭

基本信息、疫情期的生活安排、复工情况、心理健康和行为测度。①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中旬，研究团队对全

部样本进行了第一次追踪调查，追踪成功率为 ９３ ５％ 。 １１ 月底，研究团队对样本进行了第二次追

踪调查，追踪成功率为 ９５ １％ 。 三次调查全部信息齐备的样本观测值共计 ４５３９ 个。 本文的分析

将基于基期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初收集的 ５６７４ 个样本观测值、６ 月中旬追踪的 ５０２７ 个样本观测值以及 １１
月底追踪的 ４５３９ 个样本观测值构成的三期非平衡面板数据展开。②

尽管“腾讯企鹅智库”平台上的从业者微信用户覆盖了全国所有省市和各行各业，对就业群体

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但是其用户具有网民群体的年纪轻、高学历等特征。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１９》公布的 ２０１８ 年底全国城镇就业人口分地区分行业的分布情况看，基期 ５６７４ 个样本观测值中

北京、上海和广东三地的代表性略高，信息和 ＩＴ 行业从业人员代表性过高，而批发和零售业的代表

性过低。 为了使得抽样样本具有更好的代表性，我们采用 ２０１５ 年 １％ 全国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数

据，计算了从业人员在省份、行业、性别、年龄、教育、户口类型共 ６ 个维度的多重分组权重，并利用

此权重对调查样本进行了加权处理，加权处理后的调查样本可以对全国的情况进行推断。③

调整权重后，基期 ５６７４ 个样本中男性占 ６０％ ，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１３ 年，平均年龄为 ３５ ５ 岁，
已婚比例为 ６８ ８％ ；城镇户籍非农劳动力占 ４８ ８％ ，农民工群体占比 ２５ ２％ ；５８ ６％ 从事白领工

作，私企员工超过 ３０％ ，个体经营者占 １２ ４％ ；２０１９ 年平均月收入为 ６２７９ 元。 从地区分布来看，
５６７４ 个样本来自３１个省市自治区，覆盖了３２５个地级以上城市，占全国３３４个地级以上城市

的 ９７ ３％ ，说明调查样本有广泛的区域代表性。
（二）就业变化趋势与失业率测算

表 １ 中描述了 ２０１９ 年底的从业者在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初、６ 月中旬和 １１ 月底三个时点的就业、收入

以及心理健康状况。 从整体复工趋势来看，３ 月初到 ６ 月中旬，就业比率从 ６３ １％提高到 ８４ ２％ ，
截至 １１ 月底恢复到 ８９ ７％ 。 从失业比率来看，３ 月初和 ６ 月中旬的从业者自报失业率分别为

７ ５％和 １１％ 。 根据 １１ 月底的第三期调查中提供的信息，本文按照国家统计局对失业的标准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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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本文在基期和第三期调查中分别随机抽选了 １８９７ 个和 １６４６ 个样本人员参与了经济学游戏，游戏内容涉及风险偏好、时
间偏好和利他，这些信息在本研究中未被采用。

本文比较了两期追踪数据和基期样本的基本特征，结果显示三期数据的样本特征不存在系统性差异。 这说明从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到 １１ 月数据追踪过程导致的样本流失是随机发生的。 此外，我们使用平衡面板和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得到一致的估计

结果。 两期追踪数据和基期样本的基本特征和稳健性检验的结果，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本文对加权调整后调查数据的分省和分行业分布和 ２０１５ 年 １％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相关分布进行了统计检验。 经

加权调整后，Ｗｉｌｃｏｘｏｎ ｓｉｇｎｅｄ⁃ｒａｎｋ 检验显示，不能拒绝“本次网络调查数据的分省分行业分布和 ２０１５ 年 １％ 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数

据的分布是相等的”这一假设。 这表明，我们的调查数据和全国劳动力在采用 ６ 个维度的分布的加权调整后不存在显著的差异。
由于篇幅有限，调查数据的分省和分行业分布和 ２０１５ 年 １％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相关分布对比未包含在正文中，如有需要可

向作者索取。



测算的从业人员失业率为 ４ ４％ 。① 此外，根据全部三期数据的工作状态变化情况和追踪率，本文

进一步测算了基于基期 ５６７４ 个样本的 １１ 月底的失业率，其可能范围在 ２ ６％—７ ６％ 之间。② 无

论基于哪种测算方法，都可以判断从业者群体的失业率从 ６ 月到 １１ 月底显著下降了。 进一步的分

析发现，６ 月中旬 １１％的失业者中有一半以上在 １１ 月实现了再就业，只有 ２ ５％ 从 ６ 月中旬到 １１
月底一直处于失业状态，佐证了从业者群体就业状态的改善。 但是需注意的是，以上测算是对从业

人员就业状况在不同时点上的比较，无法对全国整体的失业率进行推算。 这主要是由于我们使用

的是 ２０１９ 年底从业人员追踪样本，无法涵盖 ２０２０ 年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的失业状况。
总的来说，２０２０ 年内复工进度明显提升，就业率从 ３ 月初到 １１ 月底明显改善，失业率在年中

达到高峰后逐渐下降，就业趋势呈现明显的“Ｖ”型特征。 但不容忽视的是，截至 ２０２０ 年末，疫情对

就业市场的短期冲击尚未完全消失，周期性失业问题需引起重视，做好“六稳”工作、完成“六保”任
务仍存在挑战。
表 １ 对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初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中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底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与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相比③

工作状况

在工作（％ ） １００ ６３ ０６ ８４ ２２ ８９ ６９ ２１ １６∗∗∗

工作强度与 ２０１９ 年同期相比（％ ）④ １００ ５１ ６３ ８０ ２０ ２８ ５７∗∗∗

％工作状态

回单位复工 １００ ４４ １２ ７５ ４５ ３１ ３３∗∗∗

在家工作 ０ １８ ９５ ８ ７６ － １０ １９∗∗∗

没有复工 ０ ２９ ４４ ４ ７３ － ２４ ７１∗∗∗

失业 ０ ７ ５０ １１ ０５ ４ ４ ３ ５５∗∗∗

收入

月劳动收入（元 ／ 月）⑤
６２７８ ５９

（７０６６ ２３）
４０４３ ０１

（８９７２ ３１）
５１３０ ３８

（１０１５５ ５２）
５８６７ ０７

（５８５０ ４２）
１０８７ ３７∗∗∗

是 ２０１９ 年平均收入的％ １００ ６４ ３９ ８１ ７１ ８５ １８ １７ ３２∗∗∗

样本量 ５６７４ ５６７４ ５０２７ ４５３９ ５０２７

　 　 注：数值均加权处理。 括号内为未加权的标准差。 显著性为 ｔ 检验结果，∗∗∗、∗∗、∗分别表示在 １％ 、５％ 、１０％ 的水平上显著。
以下各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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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失业率中使用的失业定义为劳动年龄人口中，当前没有工作，但可以工作，并且正在寻找工作的人。
在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的第三期调查中，我们询问了“过去一周是否为取得收入而工作了一小时以上” “目前是否在积极寻找工作”以及

“是否能够在找到工作后两周内上岗”这三个问题，据此得到该失业测算。
测算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底从业人员失业率的数值差异来自于对未追踪样本在 １１ 月底就业状态的不同假设以及对退出劳动力

市场劳动力的不同定义。
这里本文只比较了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和 ３ 月的变化，原因是 １１ 月的调查使用的是与国家统计局一致的失业测量，与前两期调

查在问法上存在差异；此外，收入情况在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询问的是收入分组情况以及相对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的变化情况，也与前两期调查

在问法上存在差异。 为了统计指标的一致考虑，这里只分析了 ３—６ 月各指标的变化趋势。
由于存在已复工但是工作量未达到去年同期水平的情况，为了反映真实的就业恢复情况，６ 月中旬我们询问了工作量的

恢复情况并计算了工作量加权的复工率，按工作量计算的复工率为８０％ ，说明当时尚有２０％的劳动力没有复工或工作量不足。 进

一步将从业人员的就业状态分成“回单位复工”“在家工作”“尚未复工”和“失业”四种状态，则可以清晰地发现复工情况逐渐出现

两极化趋势，即正常回单位复工的从业人员和陷入失业的从业人员均显著增加。
２０１９ 年的收入为月平均劳动收入水平，２０２０ 年 ３ 月和 ６ 月的劳动收入为上个月的月收入。 １１ 月的劳动收入是根据收入

组上下限的中值计算的平均收入。



对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份失业群体的描述分析发现，失业群体中女性占了绝大多数（７８％ ），已婚群体

占 ６８％ ，至少有一个孩子的占 ８２％ 。 这可能说明了疫情期间学校和育儿机构的关闭，对有子女的

家庭带来了挑战，职场妈妈们可能面临更大的就业冲击。 从年龄分布上看，受疫情冲击最大的是劳

动年龄段群体（２５—４５ 岁），作为劳动力市场的中坚力量，失业对其家庭带来的影响不容小觑。 此

外，在失业群体中有相当一部分为农民工群体，占失业者的 ２９％ 。 农民工的失业率为 ５ ３％ ，高于

总体从业者失业率的 ４ ４％ 。 这说明，相比本地劳动力，农民工在疫情期间受到更大的冲击，就业

恢复速度也更为缓慢。 此外，失业者有教育水平低（初中及以下居多）的特点，对再就业存在不利

影响。 失业者主要集中在“批发和零售业”和“制造业”，说明这两个行业在疫情期间受到的负面冲

击更重更深远。
从失业的时间长度看，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底，失业者平均失业了 ７ 个月（２１１ 天），５１％ 失业

长达半年以上。 在失业期间，失业群体的主要收入来源为家人（４７ ５％ ）和储蓄（３８ １％ ），仅有

９％ 靠社保；从社会救助情况来看，８６ ８％ 失业者没有得到任何形式的社会救助，失业保险仅覆

盖了 ８％ 的失业人群，得到最低生活保障救助的不足 １％ ，另外只有 １ ４％ 的失业者申请到了小

额贷款。
总的来说，失业者作为疫情期间劳动力市场上的弱势群体，具有家庭负担相对较重、失业

时间相对长的特点。 截至 ２０２０ 年末，失业者普遍没有得到社会救助，存在陷入长期失业并沦

为贫困的风险。 此外，数据显示农民工的失业率高于城市本地劳动力，证实了这一群体确实存

在的失业问题。 但是由于农民工群体流动性强，返乡是主要的应急选择手段，其失业问题常常

被忽视。
（三）复工的动态过程

利用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中旬第二期调查中从业者提供的确切复工日期，我们复盘了 ２０２０ 年上半年

疫情期间从业人员复工的动态过程。 图 ２（Ａ—Ｄ）展示了从 ２ 月 ３ 日（法定春节假期结束时）到 ６
月 １５ 日（追踪调查日）的每日从业人员复工率，同时，并分行业、城市以及本地劳动力和农民工进

行比较分析，关注不同就业群体的复工进度。
从全国整体复工趋势来看（图 ２ － Ａ），从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初到 ６ 月中旬，复工率持续上升；２ 月 ３ 日

春节假期结束时复工率只有 １５％ ，截至 ６ 月 １５ 日复工率达到 ８４％ ；在 ３ 月初和 ４ 月初两个时点，
都能看到复工率有明显的提升。 ３ 月是复工率提高最迅速的一个月，大部分复工复产都集中在这

个月，随着疫情得到有效的控制，３ 月的复工率猛增了 ３０％左右。 ４ 月 ７ 日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

小组印发了《关于在有效防控疫情的同时积极有序推进复工复产的指导意见》，４ 月 ８ 日武汉市解

除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后，“复产复工”被提到更为重要的政策优先位置，此后复工率得以持续

平稳上升。
分行业来看（图 ２ － Ｂ），本文主要关注受疫情冲击严重的行业复工情况，其中“教育”“住宿和

餐饮业”和“批发和零售业”是复工率最低的三个行业，受到疫情冲击最为严重。 五一节后，大部分

地区都实现“复学”，“教育”行业从复工率最低的位置赶超上来，恢复正常运作。 “建筑业”的复工

情况则是在 ３ 月初反弹，并迅速攀升。 需要关注的是，“住宿和餐饮业”复工持续走低，截至 ６ 月中

旬仍处于各行业最低的水平，总体复工率不到 ７４％ 。 此外，“制造业”从业者的复工率为 ８２ ５％ ，
“批发和零售业”复工率为 ８３ ９％ ，说明相对去年同期均存在就业不足情况。

分地区来看（图 ２ － Ｃ），上海、深圳和广州，复工趋势与总体趋势相符，北京疫情防控措施更为

严格，复工进度明显滞后于其他一线城市。 武汉作为疫情的暴发中心，处于抗疫的一线，复工复产

最为滞后，２０２０ 年 ３ 月中旬之前复工率保持在 ２０％以下，第一季度的经济基本处于停滞状态，３ 月

底复工复产进度逐渐加快。而在４月８日“封城”结束后的一周内，武汉复工率迅速增加了１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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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２０２０ 年从业人员复工率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２０２０ 年“疫情、复工与心理健康”调查。

上，之后持续平稳提高，截至 ６ 月中旬，复工率已超过 ９０％ 。
分户口类型来看（图 ２ － Ｄ），占从业人员调查样本 ２０％的农民工群体的复工率，要显著低于当

地劳动力，疫情期间由于“封城”和全国大范围的流动限制，农民工的返城复工之路更为艰辛，直到 ６
月中旬，其复工率也比当地劳动力低近 ５ 个百分点。

（四）收入冲击

在防疫期间，能否及时复工、复工形式以及就业充足水平对个体收入有重要的影响，疫情对就

业的冲击必然传导到收入层面。 表 １ 中显示了从业人员在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５ 月、１０ 月和 ２０１９ 年的平

均月收入。 数据显示，２０２０ 年从业者的劳动收入①较去年同期有显著的下降，２ 月份的劳动收入是

去年同期的 ６４ ４％ ，平均收入下降幅度达 ３６％ ，到 ５ 月从业者的平均收入明显提升，恢复到去年同

期的 ８１ ７％ 。 １０ 月的平均月劳动收入经测算为 ５８６７ １ 元，②为去年同期的 ８５ ２％ 。 可见，从业者

从 ２０１９ 年底到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的收入变化也呈现出“Ｖ”型，即触底后反弹的特征。

四、 评估新冠防控措施对复工和从业者心理健康的影响

（一）“封城”、封小区对复工的影响

２０２０年１月底—２月初，全国有２７个城市率先采取了“封城”措施，限制了人口的流入和流出。
到 ２ 月底，全国最终有 ２４６ 个城市采取了小区封闭措施，限制市内居民的流动。 在分析中，本文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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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调查中我们询问的是上个月的月收入。 失业者的收入为 ０，亦考虑在平均收入水平的计算中。
１１ 月的调查中只询问了从业者的收入区间，这里的测算是计算收入区间的中位数再按每个收入区间的频率加权获得。



用不同的政策变量（“封城”或者封小区）分析防控措施对复工进度的影响。本文的调查样本共覆盖

３１６ 个城市，其中有１９个同时采取了“封城”和封小区措施，２３０个只封小区没有采取封城措施，６７ 个

既没有执行封城也没有采取封小区措施。
为了准确评估“封城”和封小区政策与复工的关系，本文采用双重差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ＤＩＤ）回归方法，利用２月初到６月中旬每天个体复工状态和各地级市“封城”／封小区的日期进行匹

配，构建了个体动态面板数据①分析“封城”／封小区（或解封）②前后复工率的变化。计量模型设定

如下：
ｗｏｒｋｉｊｔ ＝ α ＋ βｌｏｃｋｄｏｗｎ＿ｐｏｌｉｃｙ ｊｔ ＋ γＣＯＶＩＤ － １９ ｊｔ ＋ δｉ ＋ λ ｔ ＋ εｉｊｔ （１）

其中，被解释变量 ｗｏｒｋ ｉｊｔ表示在 ｊ 市的个体从业者 ｉ 在日期 ｔ 是否已经复工，对复工我们采用两种不

同的定义，包括“回单位或在家复工”和“回单位复工”。 主要的解释变量为防控措施虚拟变量，即
ｌｏｃｋｄｏｗｎ＿ｐｏｌｉｃｙ ｊｔ。 ｌｏｃｋｄｏｗｎ＿ｐｏｌｉｃｙ ｊｔ主要被定义为在日期ｔ从业者ｉ当前所在地ｊ是否采取了“封城”措

施。“封城”措施的等级包括完全“封城”、部分“封城”、设置关卡、不封城四个等级。③为了与相关研究保

持一致，我们将完全“封城”和部分“封城”设定为“封城”变量取值为１，否则取值为０。此外，我们加入封小

区政策变量，④分析两种疫情封锁措施加总是否会产生叠加效果。 ＣＯＶＩＤ － １９ ｊｔ为当地累计确诊人

数，代表当地疫情的发展程度。⑤ 回归方程（１）中还加入了个体固定效应（ δｉ）和日期固定效应

（λ ｔ）。 个体固定效应控制了所有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特征对复工的影响，同时可以控制个体所在

城市不随时间变化的特征带来的政策选择性问题。 日期固定效应去掉了季节性因素、疫情整体控

制情况等共同的时间趋势。 β 为 ＤＩＤ 估计量，即“封城”措施对复工的影响，如果估计的系数显著为

负，则说明“封城”政策显著放缓了复工的进度。
表 ２ 中报告了回归的结果。 主要估计结果总结为以下几点：（１）在控制了个体固定效应和日

期固定效应后，“封城”对个体复工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回归系数显示“封城”会导致个体复工的可能性

下降 １１ ５—１３ ２ 个百分点，显著性为１％。换句话说，“封城”的解除可以使复工率显著提高。 （２）单
独执行封小区政策的就业负向影响不显著，但是“封城”和封小区同时执行具有政策叠加效果（将“封

城”和封小区系数加总均为负，且Ｆ检验在１％水平上显著）。 （３）在分析模型中加入随日期变动的

地区级累计确诊人数，本文发现“封城”的负向影响没有改变。
此外，通过加入交互项的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农民工和“批发和零售业”的从业人员更易受

到“封城”的影响，农民工复工率比当地劳动力低７个百分点，“批发和零售业”的从业人员复工率比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的从业人员低 ２８ 个百分点。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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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本部分只使用了截至 ６ 月中旬的第二期调查数据，其原因在于只有第二期调查询问了被访者的复工日期，并据此构建了

个体的日面板数据，而 １１ 月的第三期调查没有涉及这个问题。 更重要的是疫情防控措施主要在 ２ 月底前在全国展开，４ 月后各地

陆续防控降级，其主要影响集中在 ２０２０ 年上半年。
由于我们数据的分析区间是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３ 日（春节假期后第一天）至 ６ 月 １５ 日，因此在分析起始的时间，全部 ９１ 个采取

严格“封城”措施的样本城市中，已经有１９个样本城市开始了“封城”，最后一个“封城”的样本城市也是在２月１２日开始“封城”。对于严格

“封城”城市样本，我们收集了各地区解封的日期。在我们构建的面板数据中，如果该市在某日期开始“解封”，ｌｏｃｋｄｏｗｎｐｏｌｉｃｙ ｊｔ变量的

取值在解封当日由 １ 变为 ０。 截至６月１５日，所有９１个样本城市都完成了“解封”。根据以上对“封城”变量的设定，“封城”政策的

影响则识别了“封城”和解封的平均影响。
完全“封城”是指暂停市内公共交通和私人汽车通行，市内小区封闭，关闭离开城市的通道；部分“封城”是指暂停大部分公共

交通，入境通道设置检查站，对社区加强管理；设置卡点是指入境通道设置检查站，市内公共交通保持运行。本文使用的“封城”等级

的定义及数据来自 Ｈ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
在各地开始执行“封城”政策后１—２周，小区封闭政策开始被更广泛地执行。小区封闭主要是为了减少城市内部居民的

互动。
在这里本文对当地累计确诊人数进行了加 １ 后再取自然对数的处理。
异质性的回归结果，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表 ２ “封城” ／ 封小区对复工的影响：日面板数据 ＤＩＤ 回归结果

回单位或在家复工 回单位复工

（１） （２） （３） （４）

“封城”
－ ０ １３２∗∗∗

（０ ０３７３）
－ ０ １３２∗∗∗

（０ ０３７５）
－ ０ １１６∗∗

（０ ０４６１）
－ ０ １１５∗∗

（０ ０４６３）

封小区
－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７４）
－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８６）

ｌｏｇ（１ ＋ 累计确诊病例）
－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６）

－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６）

“封城”＋ 封小区（Ｆ 检验） － ０ １４４∗∗∗ － ０ １３１∗∗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日期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６７３６１８
从业人员样本量 ５０２７

Ｒ２ ０ ６８１ ０ ６８１ ０ ７０９ ０ ７０９

　 　 注：（２）和（４）列中的“封城 ＋ 封小区（Ｆ 检验）”为检验“封城”和封小区两个系数加总的显著性，其代表两个政策同时执行的

效果。

尽管公式（１）中的从业人员个体固定效应有效地排除了个体、地区层面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

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日期固定效应排除了共同时间趋势可能带来的估计偏差，但是仍无法完全解决

随时间变化的个体因素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比如宏观经济对不同个体和地区的短期冲击。
为了说明该识别方法的有效性，我们进一步使用事件分析法（ｅｖｅｎｔ ｓｔｕｄｙ）对政策执行组和对

比组的平行趋势进行检验。① 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ｗｏｒｋ ｉｊｔ ＝ α ＋ ∑Ｍ

ｋ ＝ ｍ，ｋ≠－１
βｋ·Ｄ ｊｔ，ｋ ＋ γＣＯＶＩＤ － １９ ｊｔ ＋ δｉ ＋ λ ｔ ＋ εｉｊｔ （２）

其中，ｗｏｒｋｉｊｔ表示在 ｊ 市的个体从业者 ｉ 在日期 ｔ 是否已经复工，包括回单位和在家复工。 Ｄ ｊｔ，ｋ为一

系列虚拟变量，表示从业者当前所在地ｊ在日期ｔ是否解除“封城”，基准组为解除“封城”政策前一天的

情况（ｋ ＝ － １ 的虚拟变量未放入回归中）。 ＣＯＶＩＤ － １９ ｊｔ为当地累计确诊人数，代表当地疫情的发

展程度。 回归方程（２）中还加入了个体固定效应（δｉ）和日期固定效应（λ ｔ）。
βｋ 估计的是防控措施改变（解封）前后不同时间点相对于解封前一天的“封城”地区和未封城地

区的差异，ｋ 的取值范围为［ － ５，１０］。 如果估计的系数 βｋ 在ｋ≥－１后显著为正，则说明解除“封城”

显著提升了复工的进度；如果满足平行趋势的要求，则 βｋ 在 ｋ≤ －２ 时接近于 ０。 如果政策变化前，
实验组和对比组没有显著的差异，则可以充分说明事件（政策变化）的发生是独立于该结果变量

（复工）的，即如果干预没有发生，实验组和控制组的结果变量应具有平行的趋势，内生性问题无需

考虑。 图 ３ 为事件分析法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在解封前，“封城”和未封城城市相对解封前一天没有

明显的差异，而解封后“封城”城市的复工明显好转，而且随着时间推移不断改善。该估计结果说明了

公式（１）中采用的估计方法的有效性，表２中的估计结果说明“封城”政策对复工进度的因果关系。
（二）就业受损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此前的分析发现，疫情与“封城”等防控措施放缓了复工进度导致部分从业者无法及时复工甚至

失业。 对从业者心态的负面影响，必然带来心理健康问题。 就业受损可能会通过以下渠道影响个

体的心理健康：（１）直接影响，就业损失或改善可以直接影响到个体的心理健康；（２）收入效应，就
业损失或改善通过收入的变化对心理产生影响；（３）间接影响，就业状态的变化会直接影响自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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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事件分析中，由于“封城”日期太接近 ２ 月 ３ 日，我们无法对事前趋势进行检验，因而只针对“解封”进行了事件分析。



图 ３　 事件分析法估计结果

　 　 数据来源：２０２０ 年“疫情、复工与心理健康”调查。

染新冠肺炎的概率，而自身感染概率会影响人们对病毒传播的心理焦虑和恐惧。 利用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６ 月和 １１ 月的三期调查数据，本文构造了固定效应（ 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ＦＥ）模型，分析工作状态变

化、收入变化、感染概率变化对不同维度心理健康测度的影响。 相比一个时点的截面数据，三期数

据构造的固定效应模型利用个体固定效应，排除了个体不随时间变化的特征产生的内生性问题，因
而更接近因果的判断。 ＦＥ 模型设定如下：

ＭＨｉｊ，ｍ ＝ α ＋ β１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ｉ，ｍ ＋ β２ｎｏｔ＿ｒｅｔｕｒｎ＿ｔｏ＿ｗｏｒｋｉ，ｍ ＋ γＣＯＶＩＤ － １９ ｊ，ｍ

＋ δ１ ｉｎｃｉ，ｍ－１ ＋ δ２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ｒｉｓｋｉ，ｍ ＋ δｉ ＋ λｍ ＋ εｉｊ，ｍ （３）
其中，被解释变量 ＭＨｉｊ，ｍ是对个体心理健康状况的测度，ｉ 表示从业者个体，ｊ 表示其所在城市，ｍ 表

示调查月份。 对心理健康状况的度量来自 １２ 题版本的标准心理健康量表。① 此外，我们也提取出

幸福感子维度进行了单独分析。
核心的解释变量包括工作状态变量，即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ｉ，ｍ和 ｎｏｔ＿ｒｅｔｕｒｎ＿ｔｏ＿ｗｏｒｋｉ，ｍ，分别代表调查

当期个体的“失业”及“未复工 ／休假”两种就业状态。 疫情发展程度（ＣＯＶＩＤ － １９ ｊ，ｍ）会同时影响就

业和心理状态，需作为控制变量考虑到模型中。 这里使用的当地疫情暴发程度 ＣＯＶＩＤ － １９ ｊ，ｍ为各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的当月累计确诊病例数（在回归中进行了对数处理）。②

收入（ ｉｎｃｉ，ｍ － １）和自我感染概率（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ｒｉｓｋｉ，ｍ）是就业变化对心理健康产生影响的两个渠道

变量。 收入（ ｉｎｃｉ，ｍ － １）为追踪当期前一个月的月劳动收入，单位为元，在回归中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自我感染概率（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ｒｉｓｋ ｉ，ｍ）是自报的感染可能性，取值区间为 ０—１０。 这两个渠道变量会被加

入（３）式，用于分析其对工作状态变量产生的影响。
β１ 估计的是追踪当期陷入失业状态的从业者相比就业者的基准组心理健康水平的平均变化；

β２ 估计的是追踪当期变为未复工或休假状态的从业者相比基准组心理健康水平的平均变化。 δｉ
表示个体固定效应。 λｍ 表示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中旬和 １１ 月底的时间虚拟变量，识别的是基准组（即就

业组）心理状态变化的时间趋势，其反映了随时间推移，就业者的心理状态的改善程度。 此外，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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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标准心理健康量表中包括 １２ 道题，每题均提供四个选项，分别计分为 ０、１、２、３，总分为 ０—３６ 分，分数越高代表心理健康

状况越差，本文将计分转换为分数越高代表心理健康状况越好。 从量表中可以提取出幸福感（０—３ 分）分项。
这里我们没有控制“封城”／封小区政策，原因是由于２月底前该防控措施已经在全国铺开，３月—１１月间不存在政策变化，

因此属于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在三期面板数据的个体固定效应中已经排除。



要说明的是，尽管使用 ＦＥ 模型处理了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及地区特征带来的内生性问题，但仍可

能存在无法观测的随时间变化的变量同时影响个体的就业情况和心理健康，比如宏观经济冲击等。
但是考虑在 ８ 个月的分析区间内，发生对不同地区或个体的异质性冲击的可能性较小，这些因素可

以被忽略，即使存在也不会带来显著的识别偏差。 此外我们在模型（３）中加入了所有可观测的个

体随时间变化的特征，如教育程度、婚姻、孩子数，来进一步减弱该模型的内生性问题。
表 ３ 第（１）—（３）列是对心理健康总体分数的回归结果。 结果显示，陷入失业或未复工状态显

著降低了从业者的心理健康水平，且失业给人带来的心理受损程度大于未复工状态对人们的心理

健康的影响，系数绝对值差异在 ２ 倍以上。 为了分析就业变化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渠道，第（２）列中

我们进一步加入了“上一期到当期的月收入变化”和“ＣＯＶＩＤ － １９ 自我感染概率”两个渠道变量。
首先，两个变量的加入并没有改变工作状态变化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系数与第（１）列相比没有显著

变化）。 这主要是收入和感染概率与就业状态存在相反关系（收入对心理健康和就业都存在显著

的正向关系，而自我感染概率和就业正相关，与心理健康负相关），从而抵消了两者分别的渠道作

用，说明两者都是工作状态对心理健康影响的重要渠道。 其次，为了分析不同时点的就业状态对从

业者心理健康的影响差异，我们在第（３）列和第（６）列中都加入了第二期和第三期调查时间点虚拟

变量与“失业”和“未复工 ／休假”的交互项。 结果显示，３ 月时失业带来显著的负向心理冲击，而在

６ 月就业冲击对心理健康的影响进一步加大，但到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几乎检测不到失业带来的心理冲

击。 这可能说明不同时间点上失业者对再就业的信心存在差异，到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底失业者对未来

有了较好的预期，其心态也相对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份的失业者有了明显的改善。 最后，疫情的发展程度

（累计确诊人数）对心理健康不存在显著的影响，但是会对幸福感存在负面影响。
表 ３ 就业状态与心理健康：三期面板数据 ＦＥ 模型回归结果

心理健康 幸福感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失业
－ １ ９１７∗∗∗

（０ ２９８）
－ １ ９３９∗∗∗

（０ ３２４）
－ １ ５０１∗∗∗

（０ ４４９）
－ ０ ０９８∗∗∗

（０ ０２８）
－ ０ ０９３∗∗∗

（０ ０３２）
－ ０ ０８８∗∗

（０ ０４５）

未复工 ／ 休假
－ ０ ９７４∗∗∗

（０ １８２）
－ １ ０２７∗∗∗

（０ １８４）
－ ０ ６５４∗∗∗

（０ ２１３）
－ ０ ０４４∗∗

（０ ０１９）
－ ０ ０４７∗∗

（０ ０１９）
－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２）

失业∗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 ０ ９２３∗

（０ ４８９）
－ ０ ０１８
（０ ０５２）

未复工 ／ 休假∗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 ０ ７１７
（０ ４５３）

－ ０ ０６５
（０ ０５４）

失业∗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４ １７１∗∗∗

（０ ９９０）
０ ２３９∗∗

（０ １０１）

未复工 ／ 休假∗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 ０ ６７４
（０ ５０７）

－ ０ ０４８
（０ ０４９）

ｌｏｇ（１ ＋ 累计确诊病例）
－ ０ １２７
（０ ０８１）

－ ０ １１７
（０ ０８２）

－ ０ １２０
（０ ０８２）

－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９）

－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９）

－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９）

月劳动收入
－ ０ ００６
（０ ０５２）

０ ４３９∗∗∗

（０ ０９８）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５）
０ ０２６∗∗

（０ ０１０）

ＣＯＶＩＤ － １９ 自我感染概率
－ ０ ０１９∗∗∗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１９∗∗∗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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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３
心理健康 幸福感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 ０ ０７４
（０ ０９４）

－ ０ ０８６
（０ ０９４）

－ ０ ０４２
（０ １０１）

－ ０ ０２０∗

（０ ０１０）
－ ０ ０２１∗∗

（０ ０１０）
－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１）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０ ６７８∗∗∗

（０ １００）
０ ４７５∗∗∗

（０ １０９）
０ ３３０∗∗∗

（０ １１８）
０ ０４６∗∗∗

（０ ０１１）
０ ０３３∗∗∗

（０ ０１２）
０ ０２５∗

（０ ０１３）

Ｒ２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８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０

观测值 １５２４０

从业人员样本量 ５６７４

　 　 注：此表的回归基于基期的 ５６７４ 个样本、６ 月中旬的 ５０２７ 个追踪样本以及 １１ 月底的 ４５３９ 个追踪样本的非平衡面板数据。 所

有回归都控制了教育程度、婚姻、孩子数等个体随时间变化的特征。 回归中的基准组为“就业组”（３ 月和 ６ 月调查中的就业组包

括回单位复工和在家办公的从业者，１１ 月调查中的就业组指过去一周为了取得收入而工作了一小时以上的从业者）。

本部分的分析结果表明，“封城”、封小区等防控措施确实放缓了复工的进度，增加了就业状况恶

化的可能性；就业损失则进一步导致从业人员心理健康水平的大幅度下降，以及幸福感的显著降

低；而失业对从业群体的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逐渐减小，说明了该影响的短

期性。

五、 对防控措施的讨论

本文第二部分比较了中国和其他三个典型国家的防控措施执行的差异。 相比之下，中国的防

控措施不仅有“速战速决”的特色，而且防控效果是最好的，在其他国家陆续出现疫情二次反弹的

情况下，中国依然保持了较好的疫情防控效果，这为中国发展经济、恢复就业创造了窗口期。 同时，
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的前提下，中国的防控措施等级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仅没有放松反而整体升

级（见图 １ 所示），并一直持续到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底才有所放松。 相比于其他国家，中国采取了更为严

格且更长期的疫情防控，防控效果突出也源于此。 考虑到防控措施的经济成本，在疫情常态化的前

提下，防控力度的把控程度是摆在各地政府面前的难题。
为了讨论中国各地防控措施制定的逻辑，本文利用各省的“一级响应”持续时间长短、（截至降

级前的）累计确诊人数和复工指数，进行了如下的相关性分析。
“应急响应政策”是中国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由省级人民政府确定的防控等级。 等级按照

突发事件发生的紧急程度、发展态势和可能造成的危害分为一、二、三和四级。 武汉在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２３日“封城”后，所有省份迅速启动了“一级响应”。① 各省从“一级响应”降级到“二级响应”的时间

存在较大差异。 “二级响应”指的是在疫情防控形势明显好转的前提下，逐步恢复生产和生活秩

序，包括：全面推动复工复产，逐步开展复学复课，对公共场所、公共环境、公共交通以及相关场馆的

设施进行逐步、有序开放。 由此可见，“一级响应”强制性要求停工停产，“二级响应”则要全面推动

复工复产，两者的政策目标存在方向上的差异。 因此，“一级响应”降级的时点可以被认为是在政

策上鼓励复工、恢复劳动力市场活力的重要拐点。 全国各省平均一级响应的持续时间为 ４５ 天，即
因疫情防控，平均有一个半月的生产活动是停滞的。

首先，来分析“一级响应”执行的时间长短与疫情总体发展情况之间的关系。 按照政策规定，

７１

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

① “一级响应”是最高的响应级别，由国务院副总理决定。 在疫情最为严重的时期，各地政府响应中央的号召，采取了最为

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包括各地人民政府依法采取停工、停课、限制人员聚集等强制性措施。



“一级响应”的决策应该与疫情高度相关，如果疫情得到控制，新增确诊人数保持在较低水平，应及

时降级。 图 ４ 展示了各省“一级响应”持续时间和降级前累计确诊人数之间的关系。 图 ４（左）显
示，在包含了京津冀三地的前提下，“一级响应”持续时间与累计确诊人数无明显的相关关系。 当

去掉京津冀三地（图 ４ 右），其他 ２７ 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一级响应”持续时间与累计确诊人数

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说明在这些地区疫情发展越严重，“一级响应”持续的时间就会越长。 可

见，京津冀在疫情发展可控的前提下，依然持续了较长时间的“一级响应”（均为 ９７ 天）。 其原因自

然是北京作为首都承载特殊的功能和影响，而天津和河北作为北京的门户也采取了相应等级的防

控措施。 上海也因其特殊的地位而采取了相对严格的防控措施。 这些地区在政策考虑过程中，更
多地把疫情防控放在首位，而将经济成本置于次要地位。 广东省的政策制定逻辑与以上四地存在

明显差别，其确诊人数相对多，但是一级响应时间相对短（为 ３１ 天）。 这说明广东在防疫政策制定

过程中可能更多地考虑了经济因素。

图 ４　 各省一级响应与确诊人数

　 　 注：图中的确诊人数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５ 日。
数据来源：各省政府网站及各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其次，我们进一步分析“一级响应”执行的时间与各省（６ 月中旬和 １１ 月底）的复工率之间的

关系。① “一级响应”执行的时间越长，复工率越低，两者呈明显的负相关关系。 这与第三部分中阐

述的疫情封闭政策导致复工进度放缓的结论是一致的。 比较 ６ 月中旬和 １１ 月底的二者关系来看，
１１ 月的拟合直线斜率减小，说明防控措施的影响具有短期性，随时间推移影响减弱。②

综上所述，各省的防控措施执行强度差异不仅反映了疫情的严重程度，而且体现了政治和安全

的考虑，其成本则是经济的短期停滞和复工的相对滞后。 如何在公共卫生防控的同时，把经济成本

降到最低，是政策制定者应充分考虑的问题。 除非特殊的目标要求，在这个层面广东省的做法值得

参考和借鉴。

六、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自 ２０２０ 年上半年中国劳动力市场上超过 ５６００ 名从业人员的动态就业信息，系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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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中旬的复工率被定义为“回单位复工”和“在家复工”的从业人员占该省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１１ 月底的复工

率被定义为“过去一周而取得收入而工作了一小时以上”的从业人员占该省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均已经过加权处理。
一级响应时间长短和复工率之间的关系没有考虑其他变量的影响。 我们利用了回归分析，在控制了个体的性别、年龄

（及其平方）、受教育年限、行业等特征，以及地区层面的累计确诊病例的前提下，进一步估计了个体复工率与地区层面一级响应时

长的关系。 一级响应时长每增加 １０ 天，６ 月中旬的复工率平均下降 ０ ５ 个百分点。 由于篇幅有限，如需要可以向作者索取。



分析了新冠疫情防控措施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研究表明，从业者的复工比率从 ３ 月初的

６３ １％增加到 ６ 月中旬 ８４ ２％ ，截至 １１ 月底恢复到 ８９ ７％ ；从业者失业比率从 ６ 月中旬的 １１％ ，
下降到 １１ 月底的 ４ ４％ 。 疫情冲击下的就业趋势呈现“Ｖ”型特征，尽管中国就业形势一度受到疫

情的猛烈冲击，复工率在 ２ 月曾低至 １２％ ，但随着疫情防控的有利开展，中国劳动力市场活力平稳

恢复，到 ２０２０ 年末就业趋势整体向好。 这期间，中国劳动力受到疫情的冲击显现出周期性失业问

题，失业者家庭负担重，失业周期长，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不利的地位，需引起足够的重视，避免其

陷入长期失业甚至贫困状态。 此外，本文强调了农民工的失业问题及其高发性，其失业保障问题不

容忽视。 本文建议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下，要重点关注劳动力市场上的弱势群体，制定有针对性的帮

扶政策，切实做好“六稳”工作、完成“六保”任务，避免社会分化和不平等的加剧。
此外，本文利用回归分析方法厘清了“封城”等防控措施对复工进度的因果影响，以及就业损失对

从业者心理健康的影响，并分析了影响机制。 分析发现，各地的疫情防控措施显著减少了从业者的

就业机会，“封城”导致从业者的复工率平均减少了１３个百分点。同时，失业会显著影响从业者的心

理健康。 但分析表明心理冲击具有短期性，失业对从业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影响在 ２０２０ 年末有了

明显的好转。
综上所述，常态化疫情防控下需更多地考虑经济成本和民生问题，在实时监测疫情发展的同

时，关注就业等民生指标，并根据各地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制定具有短期时效性和灵活性的救助政

策。 在疫情期，当从业者的就业、收入和心理健康面临短期冲击的情况下，建议对受疫情冲击较大

的行业和部门进行短期帮扶，并推动为受损企业减负的政策，减少企业被动裁员的可能性；对于失

业和收入受到严重冲击的群体，建议通过转移支付、就业扶助等政策手段尽快提高其福利水平和获

得感。 此外，在遭遇经济冲击时，农民工群体往往承受了更大的冲击、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 尽管

农民工群体流动性强，返乡务农固然是自助措施，但其失业问题不可忽略，建议流入地城市给予农

民工群体必要的就业保障。 总之，在疫情期，需加强对弱势群体的帮扶和救助，避免其陷入长期失

业或贫困之中，确保整个社会的稳定及和谐发展的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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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ｏｆ ｏｕｒ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ｒｅｃｏｒｄ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ＷｅＣｈａｔ ｕｓｅｒｓ Ｗｅ ｒａｎｄｏｍｌｙ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５６００ ＷｅＣｈａｔ ｕｓｅｒｓ ｗｈｏ ｗｅｒｅ ｅｍｐｌｏｙ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２０１９ ａｎｄ ｔｒａｃｋｅｄ ｔｈｅｍ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２０２０ Ｔｈｉｓ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ｄａｔａｓｅｔ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ｓｔａｔｕｓ，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ｅｄ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ａｒｎｉｎｇｓ， ｗｈｉｃｈ ａｌｌｏｗｓ ｕｓ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ＣＯＶＩＤ － １９ 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Ｗｅ ｂｅｇａｎ ｏｕ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ｙ ｄｅｓｃｒｉｂ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ｗｏｒｋ ｓｔａｔｕ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ｂｏｒ ｆｏｒｃｅ ｏｖｅｒ ２０２０ Ｗｅ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ｗｏｒｋ ｒｅ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ｆｒｏｍ ６３ １％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Ｍａｒｃｈ ｔｏ ８４ ２％ ｉｎ ｍｉｄ⁃Ｊｕｎｅ ａｎｄ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ｃｌｉｍｂｅｄ ｕｐ ｔｏ
８９ ７％ ｂｙ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ｒａｔｅ ｆｅｌｌ ｆｒｏｍ １１％ ｉｎ ｍｉｄ⁃Ｊｕｎｅ ｔｏ ４ ４％ ｉｎ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ｓｈｏｗ ａ “Ｖ” ｓｈａｐｅｄ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Ｗｅ ｔｈｅｎ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ｅｄ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ｌｏｃｋｄｏｗｎｓ ｏｎ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ｓｔａｔｕｓ ｂｙ ｅｍｐｌｏｙｉｎｇ ａ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ＤＩ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ｈ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ｌｏｃｋｄｏｗｎ ｉｓ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ｗｏｒｋ
ｒｅ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ｎ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ｌｏｃｋｄｏｗ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ｄｕｃｅｓ １３ ２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ｏｆ 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ｗｏｒｋ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ｏｕｒ ｅｖｅｎｔ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ｖｅｒｉｆｉｅｓ ｔｈｅ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ｔｒｅｎｄｓ ａｍｏｎｇ ｃｉ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ａｎｄ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ｌｏｃｋｄｏｗ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ＤＩＤ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ｅｄ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ａ ｃａｕｓ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Ｗｅ ｔｈｅｎ ｓｈｉｆｔｅｄ ｏｕｒ ｆｏｃｕ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ａｄｅｑｕａｔｅ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ｄｕｅ ｔｏ ｌｏｃｋｄｏｗｎ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３ － ｗａｖｅ ｐｏｏｌｅｄ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ｄａｔａ， ｏｕ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ｍｏｄｅｌ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ｊｏｂ ｌｏｓｓｅｓ
ｄｕｅ ｔｏ ｌｏｃｋｄｏｗｎｓ ｍａｙ 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ｗｏｒｓｅｎ ｔｈｅ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ｂｏｒ ｆｏｒｃｅ，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ｅｄ ｌａｂｏｒ
ｆｏｒｃｅ Ｔｈｉｓ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ｆｏｒｃｅ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Ｊｕｎｅ ａｎｄ ｔｕｒｎｓ ｏｕｔ ｔｏ ｂｅ ｉ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ｎ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ｅｘｉｓｔｓ ａｎ ｏｐｔｉｍｉｓｔｉｃ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２０２０ ｆｏｒ ｔｈｏｓｅ ｗｈｏ
ｗｅｒｅ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ａｔ ｔｈａｔ ｔｉｍｅ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ｍａｋｅｓ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ＶＩＤ － １９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Ｆｉｒｓｔ， ｉｔ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ｂａｔｅ ｏｎ ｔｈｅ
ｌｏｃｋｄｏｗ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ｆｅｗ ｅｘｉｔｉｎｇ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ａｎ ｃａｒｒｙ ｏｕｔ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ｌｏｃｋｄｏｗｎｓ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ｕｓｅ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ｕｐ⁃ｔｏ⁃ｄａｔｅ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ｔｏ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ｔｈｉｓ ｉｓｓｕｅ ａｎｄ ｖｅｒｉｆ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ｉｎｄｅｅｄ ａ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ｌｏｃｋｄｏｗｎ ｐｏｌｉｃｅｓ ｏｎ ｗｏｒｋ ｒｅ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ｓｔ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Ｓｅｃｏｎｄ，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ｂａｔｅ ｏ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ｊｏｂ
ｌｏｓｓ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ｃｅ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ｆｏｒｃｅ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ｔａｔｕｓ ｄｉｍｉｎｉｓｈ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ｒｇｅｎｔ ｐａｃ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ｈｉｓ ｉｍｐｌ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ａｌｌｏｕｔ ｉ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ｎ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ｈｏｃｋ ｆｏｒ ｄｉｓｃｏｕｒａｇｅｄ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ａｎｄ ｎ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 ｃａｎ ｂｅ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ｏｎｃｅ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ｒｅｃｏｖｅｒｓ Ｔｈｉｒｄ，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ｕ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ｎｅｗｌｙ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ｌｅｖｅｌ ｄａｔａ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ｏｎｌｙ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ｌａｇｕｅ ｙｅａｒ Ｉｔ ａｌｌｏｗｓ ｕｓ ｔｏ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ｉｍｅ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ｒｉｃｈ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ｏｎｇｏ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ｐｒｅａｄ ｏｆ ＣＯＶＩＤ －
１９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ａｒｅ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ｄ： （１）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ｄｕｅ ｔｏ ＣＯＶＩＤ －
１９，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ｐｌａｙ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ｔｏ ｍｉ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ｓｈｏｃｋｓ ｏｆ ｌｏｃｋｄｏｗ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２）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ｅｄ ｌａｂｏｒ ｆｏｒｃｅ ａｒｅ ｕｒｇｅｎｔｌｙ ｎｅｅｄｅｄ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ｉｒ ｒｉｓｋ ｏｆ ｆａｌｌｉｎｇ ｉｎｔｏ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ＯＶＩＤ － １９；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ＪＥ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１２， Ｊ２０， Ｉ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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